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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利用熵权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法，分析比较沱江流

域沿线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内江和资阳 6个城市生态安全及耦合协调水平，并利用 GIS技术进行空间差异刻

画。研究结果表明，沱江全流域生态安全等级由Ⅳ级向Ⅱ级转变，生态安全响应指数和生态安全状态指数稳步上升，

带动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向好发展。各城市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系统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类

型为主，成都属于“响应超前—状态滞后”型，自贡、泸州、内江、资阳属于“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德阳属

于“响应超前—压力滞后”型。对此，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控制污染物粗放排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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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提出“以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等重要观点，为新时代长江流

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沱江作为长江上游右岸重要一级支流，流经德阳、成都、资阳、内江、自贡和泸州等城市，

是四川省人口密度最高、工业基础最雄厚、特色农产品最集中的流域，是长江流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对维系长江经济带生态

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迫切需要对沱江流域沿线城市生态安全进行研判，为牢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提供决策依据。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界共

同关注的热点问题[1]。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 40年代的土地健康及土地功能评价的管理思想当

中[2]，其概念建立在环境安全的基础上，后来学者们将生态安全的概念逐渐应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涵盖了森林[3]、湿地[4]、湖

泊[5,6]、河流[7,8]、山区[9]和城市[10]等生态系统，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区域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为政府决策、城市规划、生

态环境治理等提供科学依据，以实现区域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11]。关于生态安全评价的模型，学界较常用的主要有压力—

状态—响应(PSR)模型[12]、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13]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14]，其中，

PSR模型和 DPSIR模型具有可操作性强和逻辑清晰明了的优点，能够反映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5]，在不同尺度生态安全评

估中被广泛应用。国内近几年针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其中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是研究重点，流域生态安全问

题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它是城市发展的基石，保障流域城市安全就是要求流域环境和资源状况既能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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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又能通过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调节保证其生态环境状况处于平衡的状态[16]。国内学者关于沱江流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水质评

价及时空变化[17]、污染排放特征及标准[18,19]、流域污染治理[20]以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21]等内容，目前关于沱江流域城市生

态安全评价鲜有研究。本文以沱江流域沿线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沱江流域6个城市2009—

2018 年的生态安全及耦合协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为区域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

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综合评价模型 

1.1.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依据沱江流域城市实际情况并结合相关文献[22,23]，构建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指

标体系(表 1)。生态压力指标层包括人口压力、水资源压力、经济压力、能源压力、社会压力、土地资源压力六个方面，分别以

人口密度和自然增长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农业经济比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生活垃圾清运量、人均耕地面积等 7个指

标表示，反映的是城市生态安全问题产生的来源；生态状态指标层包括经济状态、水环境污染状态、空气污染状态、土地污染状

态、土地脆弱性状态五个方面，分别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污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化肥施用量、城市绿地覆盖率

等 5个指标表示，反映的是不同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状况；生态响应指标层从经济响应、社会响应和环境响应三个方面考虑，分别

以人均 GDP和第三产业比重、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

利用率等 6个指标表示，反映的是人类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应对措施和能力。 

表 1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具体指标 属性 

沱江流域生态安全 

生态压力 P 

人口压力 

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 

自然增长率/% - 

水资源压力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立方米 - 

经济压力 农业经济比重 - 

能源压力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 

社会压力 生活垃圾清运量/万吨 - 

土地资源压力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 

生态状态 S 

经济状态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 + 

水环境污染状态 污水排放总量/万立方米 - 

空气污染状态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 

土地污染状态 化肥施用量/万吨 - 

土地脆弱性状态 城市绿地覆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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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响应 R 

经济响应 

人均 GDP/元 + 

第三产业比重 + 

社会响应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万元 + 

环境响应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 

 

1.1.2计算指标权重 

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其根据各指标反映的信息量来计算权重，具有客观性。具体步骤如下： 

(1)指标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属性不同，数据单位不同，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首先构建判断矩阵： 

 

式中：m为样本个数，n为评价指标个数；对判断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负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2)令 Hj为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其中 

 

(3)计算指标 j的权重 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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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计算 

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能够全面地反映沱江流域整体的生态安全状况，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法计算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指数 Z，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Z为流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n为评价指标的个数，wj为第 j个指标的权重，yij(j=1,2,…,n)为标准化指标数据。 

1.1.4生态安全评价标准 

为评判沱江流域生态安全的等级状况，参考已有研究[22]，结合本文计算出的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结果，取值范围

在 0～1，将沱江流域生态安全等级划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和Ⅴ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安全、较安全、临界安全、敏感和

危险，以反映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状况，如表 2所示。 

表 2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安全指数 等级 安全程度 特征描述 

≥0.800 Ⅰ 安全 生态环境优越，与经济社会协调，处于可持续发展水平 

0.600～0.799 Ⅱ 较安全 生态环境良好，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0.400～0.599 Ⅲ 临界安全 生态环境一般，经济社会发展过快，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0.200～0.399 Ⅳ 敏感 生态环境较差，一定程度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0.1999 Ⅴ 危险 生态环境恶劣，不利于经济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 

 

1.2耦合协调度模型 

系统受自身和外界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对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 3个系统进行分析时
[23]
，运用耦合度模型，

如公式(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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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耦合度，0≤C≤1；k为调节系数，这里取 k=3，f(x1)、f(x2)、f(x3)分别表示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综合发

展指数。当耦合度 C 越大，说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根据已有研究，将耦合度划分为：当

0≤C<0.3 时，为低度耦合；当 0.3≤C<0.5 时，为拮抗阶段；当 0.5≤C<0.8 时，为磨合阶段；当 0.8≤C≤1 时，为高度耦合，

表明子系统处于良性共振耦合且有序发展状态。 

为了反映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构建协调度模型： 

 

式中：D为协调度，T为耦合协调指数，α、β、λ是待定系数，考虑到系统中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重要性程度基本

一致，故取α=β=λ=1/3。将协调度划分为：当 0≤D<0.2，为严重失调；当0.2≤D<0.4，为中度失调；当 0.4≤D<0.6，为低度

协调；当 0.6≤D<0.8，为中度协调；当 0.8≤D<1，为良好协调。 

1.3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状况三方面指标，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10—2019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2010—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年)、《成都统计年鉴》(2010—2019年)、《泸州统计年鉴》(2010—

2019年)、《德阳统计年鉴》(2010—2019年)、《自贡统计年鉴》(2010—2019年)、《内江统计年鉴》(2010—2019年)和《资阳统

计年鉴》(2010—2019年)。研究区域底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https://www.webmap.cn/，借助 Matlab软件对原始数据

进行分析，并运用 ArcGIS软件进行图件绘制。 

2 结果分析 

2.1沱江流域生态安全指数时间变化 

2.1.1生态安全综合指数 

沱江流域生态安全水平稳步提升，由 2009年的 0.9905上升至 2018年的 1.7568，生态安全等级由Ⅳ级向Ⅱ级转变，整体向

好趋势明显(表 3)。表明近些年沱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生态环境改善程度高，有利于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从指数构成来看，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的逐年提升成为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稳步上升的主要动力，而压力指数

上升缓慢，个别年份出现波动现象，一定程度抑制了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 

2.1.2生态压力指数 

2010—2012 年压力指数持续下降，由 0.3482 下降至 0.3255，表明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持续增大。2013 年

后，压力指数开始回升，上升到 2018年的 0.4276(表 3)。沱江流域所经之地是四川省人口密度最大、城市分布最密集、经济社

会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沱江流域资源相对较少，环境容量有限，以四川省约 3.5%的水资源量，承载了全省约 27%的人口和 30%的

经济总量，其负载远远大于容量，是“小马拉大车”的典型，在经济发展中长期超负荷运行，城市容量和负载明显不匹配。2013

年以后，压力指数持续下降的势头得到遏制。“十三五”期间，沱江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农业比重快速下降，沿线各城市深

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幅度较大，发展压力持续上升的态势

得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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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生态状态指数 

整体上看，沱江流域生态状态指数一直处于稳中有进的态势，从 2009年的 0.3665上升至 2018年的 0.6703(表 3)。生态安

全状态指数的上升主要源于经济状态的良好发展，虽然污水排放量在持续上升，但是上升速度放缓，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肥施用

量下降趋势明显，整体环境状态有所改善，但生态状态指数提高幅度不大，离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为，水

环境质量局部范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内江、自贡等建成区黑臭水体犹存，沱江多条支流水污染严峻的形势并未得到根源性扭

转，农药面源污染较为严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还未真正体现出来，在持续稳定经济增长、保障人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不断

改善环境质量状态，将是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主要任务。 

2.1.4生态响应指数 

2009—2018 年期间生态响应指数快速上升，由 0.2966 上升至 0.6589(表 3)，表明流域沿线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

大，成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上升的主要驱动力。沱江流域是长江重要水源补给来源地，沿线城市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在法

律、行政、制度、财政、项目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对环境治理的响应速度快、力度大。表现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逐

渐扩大，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稳步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

比重逐步上升。但 2018年出现响应指数下降的特征，表明加快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矛盾依然存在，对沱江流域各地

区“十四五”期间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期成果，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一定挑战，后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任

务仍然艰巨。 

表 3 2009—2018年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压力、状态、响应及综合指数 

年份 压力指数 状态指数 响应指数 综合指数 等级 

2009 0.3274 0.3665 0.2966 0.9905 Ⅳ 

2010 0.3482 0.3905 0.3644 1.1031 Ⅳ 

2011 0.3372 0.4400 0.4038 1.1811 Ⅳ 

2012 0.3255 0.4711 0.4408 1.2374 Ⅳ 

2013 0.3308 0.4965 0.4679 1.2953 Ⅲ 

2014 0.3321 0.5209 0.4944 1.3474 Ⅲ 

2015 0.4136 0.5469 0.5534 1.5139 Ⅲ 

2016 0.4212 0.5878 0.5708 1.5798 Ⅱ 

2017 0.4526 0.6297 0.7000 1.7823 Ⅱ 

2018 0.4276 0.6703 0.6589 1.7568 Ⅱ 

 

2.2沱江流域各城市生态安全指数空间变化 

2.2.1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空间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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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流域 6个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时空分异明显(图 1)。具体来看，泸州、德阳、内江和资阳生态安全水平提升最为显著，

安全等级由Ⅴ级上升为Ⅱ级，提升了 3 个等级；成都和自贡生态安全水平改善较为显著，也提高了 2 个等级，由Ⅳ级上升为Ⅱ

级，如表 4 所示。2009—2014 年间，自贡、泸州、内江和资阳生态综合指数上升缓慢，而成都和德阳生态综合指数上升幅度明

显。虽然成都人口规模大、资源消耗多，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大，但是作为四川省会城市、成渝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之一，

其经济发展水平高，科学技术发达，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大，确保了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快速上升。在 2014—2018 年间，泸州、

内江和资阳生态综合指数显著上升，安全等级提升 2 级，尤其是资阳，随着简阳被划调成都后，资阳的人口缩减，发展压力减

小，其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稳步上升。 

2.2.2生态压力指数空间变化分析 

沱江流域 6个城市的生态压力水平偏高，生态压力等级变化不显著(图 2)。2009—2014年间，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内

江和资阳生态压力指数停滞不前，泸州、德阳和内江甚至出现生态压力指数下降现象，如表 4所示。究其原因发现，这些城市人

口密度大幅度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流域沿线城

市生态压力上升。2014—2018 年间，自贡和内江生态压力等级一直处于Ⅳ级状态，生态压力依旧严峻，而泸州、德阳和资阳生

态压力有所缓解，由Ⅳ级转为Ⅲ级。“十三五”期间，泸州、德阳和资阳持续调整产业结构，农业比重下降速度很快，如泸州 4

年间下降 2.4%，德阳下降 2.95%，资阳下降 5.88%。此外，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的情况得到好转，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如资

阳 4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了 0.08公顷，泸州增加了 0.05公顷，德阳增加了 0.02公顷。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生态压力在此期

间进一步加剧，由Ⅲ级转为Ⅳ级。成都作为我国新一线城市，虽然农业比重较小，但人口密度、经济总量及发展速度均大于其他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很大。 

表 4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和综合指数 

地区 

生态压力指数 生态状态指数 生态响应指数 生态安全综合指数 

2009年 2014年 2018年 2009年 2014年 2018年 2009年 2014年 2018年 2009年 2014年 2018年 

成都 0.4315 0.5654 0.3645 0.1848 0.4335 0.5402 0.5298 0.6512 0.9166 1.1461 1.6501 1.8213 

德阳 0.2556 0.2840 0.3898 0.4800 0.5998 0.7592 0.3286 0.5184 0.6404 1.0641 1.4023 1.7895 

内江 0.2913 0.2830 0.4634 0.3882 0.5680 0.7072 0.2331 0.3539 0.5722 0.9126 1.2049 1.7427 

自贡 0.3720 0.2844 0.4047 0.2846 0.4331 0.5636 0.2073 0.5533 0.6583 0.8639 1.2709 1.6265 

泸州 0.2970 0.2468 0.3833 0.3638 0.4348 0.6277 0.1544 0.4204 0.5687 0.8152 1.1021 1.5797 

资阳 0.3168 0.3290 0.5599 0.4977 0.6560 0.8238 0.3263 0.4691 0.5971 1.1408 1.4541 1.9808 

 

2.2.3生态状态指数空间变化分析 

沱江流域 6个城市的生态状态指数显著上升，生态状态等级变化显著(图 3)。2009—2014年间，泸州、德阳和内江生态状态

由敏感转为临界安全，如表 4所示。成都生态状态为Ⅴ级，处于危险状态，好在 2014年由Ⅴ级转为Ⅲ级，生态安全状态有向好

转变的趋势。成都人口规模大、服务业高度发达，形成环境状态较差、经济状态优良的局面，表现为成都生活污水排放量和工业

二氧化硫排放量过大，2014年成都污水排放量高达 6.96亿吨，是排放量最小的资阳(0.17亿吨)的 40倍左右，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 5.2万吨，是资阳(0.61万吨)的 8.5倍，成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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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间，成都和德阳生态安全状态等级没有发生变化，维持在临界安全的状态。德阳作为工业发达的城市，主要受工

业污水排放、废气排放的影响，生态安全状态不容乐观；自贡、泸州和内江由Ⅲ级转为Ⅱ级，处在较安全状态；资阳生态状态由

Ⅱ级转为Ⅰ级，达到安全状态。整体来看，近几年沱江流域沿线城市生态状态改善明显，成都、德阳还需在排放优化、资源节约

和生态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图 1 2009—2018年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时空变化 

 

图 2 2009—2018年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压力指数时空变化 

 

图 3 2009—2018年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状态指数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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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生态响应指数空间变化分析 

沱江流域 6个城市的生态响应指数稳步上升，生态响应等级变化显著(图 4)。尤其是成都、德阳和自贡变化尤为显著，成都

生态响应等级由Ⅲ级转变为Ⅰ级，德阳和自贡分别由Ⅳ级转变为Ⅱ级，内江也由Ⅴ级转变为Ⅲ级，如表 4所示。生态响应等级的

上升得益于人均 GDP、环境投资额度和废水废气废物处理利用率的提升。生态响应指数的变化幅度大于压力指数和状态指数，各

城市在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和应对生态环境污染等方面采取了大量有效措施，主要得益于各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污

水集中处理效率的大幅度上升。2009—2018年间，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内江、资阳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 4.53%、11.53%、

5.38%、14.13%、15.67%、11.42%，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上升 15.36%、18.56%、34.44%、48.32%、48.27%、29.82%。2018

年各城市生态安全响应指数大幅度上升，有可能是沱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工作加大了各城市环境治理力度，

尤其是自贡和泸州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同比增长 564.31%、176.49%。 

2.3生态安全耦合特征分析 

由表 5可知，在研究时间范围内，沱江流域 6个城市的压力、状态、响应 3个系统的耦合度均介于(0.9,1)，均处于高度耦

合阶段，多年耦合度平均值的大小关系为：内江>德阳>资阳>泸州>成都>自贡。但各市变化特征又存在差异，成都、自贡、德阳、

内江耦合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耦合度分别在 2014 年、2010 年、2010 年、2016 年达到峰值；泸州、资阳大致呈现出

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分别在 2014年、2013年达到谷值。 

沱江流域 6 个城市的压力、状态、响应 3 个系统的协调度绝大多数年份介于(0.5,0.8)，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类型为主，

多年协调度平均值的大小关系为：成都>资阳>自贡>德阳>泸州>内江，如表 6所示。其中，自贡和资阳的协调度等级为Ⅱ级，成

都、德阳、泸州和内江的协调度等级为Ⅰ级。各市协调度上升趋势显著，内江、泸州、德阳的协调度上升幅度较大，9年间分别

上升了 0.2263、0.2169、0.2151，实现了由基本协调向中度协调的过渡。此外，资阳的协调度也上升较多，9年间上升了 0.1972，

实现了由基本协调向中度协调过渡再向高度协调的转变。从耦合协调度的基本特征来看，成都属于“响应超前—状态滞后”型、

自贡、泸州、内江、资阳属于“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德阳属于“响应超前—压力滞后”型。 

 

图 4 2009—2018年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响应指数时空变化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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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 PSR模型对 2009—2018年沱江流域 6个城市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沱江流域城市整体的

生态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生态安全等级由Ⅳ级向Ⅱ级转变，生态安全状态总体趋好，生态安全水平上升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生态响

应指数和生态状态指数的持续上升。第二，沱江流域 6个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上升状态，泸州、德阳、内江和资阳生态安全

水平提升最为显著；压力指数上升速度缓慢，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内江和资阳生态压力等级呈停滞状态，泸州、德阳和内

江甚至出现生态压力指数下降现象；生态状态指数上升趋势显著，泸州、德阳、成都和内江生态状态由敏感转为临界安全；生态

响应指数稳步上升，成都、德阳和自贡变化显著。第三，沱江流域地区 6个城市的压力、状态、响应 3个系统均处于高度耦合阶

段，而协调度主要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成都属于“响应超前—状态滞后”型，自贡、泸州、内江和资阳属于“状态超前

—压力滞后”型，德阳属于“响应超前—压力滞后”型。 

3.2政策启示 

为进一步提升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能耗压力。 

无论从沱江流域整个地区还是各城市来看，生态安全趋好形势令人欣喜。但当地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仍然较大，生态安全

压力依然存在，短期之内难以改善。尤其德阳、自贡、泸州、资阳和内江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实现产业

结构逐步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降低生态压力对生态安全水平的抑

制作用。 

第二，控制污染物粗放排放，实现排放优化。 

如何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实现排放优化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沱江流域污水排放上升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

制，导致沱江流域成为四川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尤其是位于沱江上游的成都和德阳，更需要控制污水排放。重点抓好工业污染和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严格落实河长制，健全用水权、排污权分配制度，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实现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双赢。 

第三，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确保生态安全水平上升的主动力。 

完善升级资阳、内江、德阳、自贡和泸州污水处理设施，提高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加快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贡和资阳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加快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体系建设，提高内江和德阳工业固体废物利用

率，着力推进沱江流域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表 5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成都 

耦合度 0.9116 0.9687 0.9563 0.9691 0.9601 0.9862 0.9714 0.9686 0.9424 0.9309 

协调度 0.6015 0.7035 0.6919 0.7295 0.7573 0.7433 0.7809 0.7854 0.8064 0.7707 

自贡 

耦合度 0.9015 0.9777 0.9486 0.9462 0.9516 0.9528 0.9723 0.9665 0.9707 0.9630 

协调度 0.5834 0.6100 0.6382 0.6424 0.6480 0.6710 0.7002 0.7151 0.7687 0.7607 

泸州 耦合度 0.9783 0.9693 0.9606 0.9580 0.9702 0.9576 0.9869 0.9864 0.9841 0.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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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度 0.5391 0.5351 0.5623 0.5806 0.6073 0.6165 0.6813 0.7033 0.7626 0.7560 

德阳 

耦合度 0.9403 0.9948 0.9946 0.9806 0.9830 0.9643 0.9842 0.9893 0.9733 0.9803 

协调度 0.5217 0.5819 0.6154 0.6240 0.6436 0.6489 0.6964 0.6890 0.7454 0.7368 

内江 

耦合度 0.9403 0.9799 0.9875 0.9803 0.9868 0.9691 0.9931 0.9869 0.9832 0.9786 

协调度 0.4944 0.5332 0.5556 0.5669 0.5793 0.6009 0.6611 0.6763 0.7083 0.7207 

资阳 

耦合度 0.9781 0.9968 0.9697 0.9651 0.9578 0.9616 0.9806 0.9748 0.9911 0.9854 

协调度 0.6055 0.6210 0.6349 0.6439 0.6432 0.6816 0.7153 0.7488 0.8071 0.8027 

 

表 6沱江流域城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特征 

城市 压力 状态 响应 耦合协调指数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等级 特征 

成都 0.4805 0.4094 0.7594 0.4948 0.9565 0.7370 Ⅰ 响应超前—状态滞后型 

自贡 0.3128 0.6070 0.4989 0.4256 0.7769 0.6738 Ⅱ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泸州 0.3623 0.5436 0.3689 0.3825 0.8308 0.6344 Ⅰ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德阳 0.3632 0.4136 0.5058 0.3848 0.8461 0.6503 Ⅰ 响应超前—压力滞后型 

内江 0.3079 0.4541 0.3905 0.3457 0.8298 0.6097 Ⅰ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资阳 0.4030 0.6444 0.4470 0.4483 0.7993 0.6904 Ⅱ 状态超前—压力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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